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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９ 至 １０ 世纪， 随着藏、 汉两种文字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的译出， 六字真言开始广泛

流传， 并对崇尚佛教的宋、 辽、 西夏产生深远的影响。 元代统治者尤为推崇藏传佛教， 六字真言则以

多种文字形式广为传播。 研究表明， 敦煌石窟所有六字真言题识不大可能像传统的观点认为始于元

代， 而应是产生于西夏而流行于元代。 就具体的时代作品而言， 西夏主要包括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

壁门上方和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团花中的文字； 元代则包括莫高窟北区诸石窟中的题识和 《莫高窟六字

真言碣》。 明确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产生的时代， 对研究敦煌西夏元洞窟的分期断代、 壁画内容、

艺术风格、 洞窟思想以及社会背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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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真言， 又称六字大明咒、 六字大明陀罗尼等， 读作 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 ｈūｍ， 汉语

写作 “唵嘛呢叭咪吽”， 本意为 “祈愿宝珠在莲花上”， 是佛教秘密莲花部的根本真言，
不仅深受藏传佛教的尊崇， 也是信仰观世音菩萨的核心。 张保胜首先对六字真言曼陀罗书

写形式和佛教内涵做了考释①。 今枝由郎以敦煌藏文写本中的六字真言为研究对象， 进一

步考证了其经典来源以及梵、 藏、 汉各个版本的产生时间与流传情况②。 阎文儒、 李永

宁、 敖特根等对元至正八年 （１３４８） 的 《莫高窟六字真言碣》 （以下简称 《六字真言碣》 ）
的碑文、 立碑者、 立碑时代、 宗教性质及参与此次活动的人员情况作了充分的研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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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山、 彭金章通过发掘和整理敦煌北区石窟， 对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回鹘文经文题记进行

了详细的释读， 其中包括该窟中所有的六字真言题记①。 杨富学对河南浚县大伾山六字

真言题刻的内容、 佛教功能以及流传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并认为 “随着藏传佛

教在后弘期的迅猛发展， 六字真言也开始逐步流行起来， 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传

播， 则应自元朝始”②， 他进一步指出， 敦煌石窟所见六字真言 “都应与元末豳王家族

在 ４６４、 ４６５ 窟为中心的北区的活动息息相关”③。 此外， 他还将第 ４６４ 窟中所见六字真

言题识作为重要的断代依据之一， 认定 “后室则为元代早期洞窟”④。 近期， 又提出

“学术界所谓的 ‘西夏窟’， 除榆林窟第 ２９ 窟外， 其余大多应为元窟”⑤ 的观点。 因此，
明确六字真言产生和流传的时间是我们进一步确定敦煌西夏元石窟分期断代的重要线

索。 那么， 把敦煌石窟所有六字真言创作的时间都确定在元代这一说法真的确信无疑

吗？ 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
事实上， 在辽代佛塔、 辽代墓葬、 黑水城出土西夏刻本佛经以及武威西夏墓葬中，

发现了为数不少并具有明确纪年的六字真言， 这不得不使我们对六字真言产生与流传的

时间产生疑问， 是否真的是 “始于元朝” 呢？ 近来谢继胜撰文对平措林寺六体六字真

言碑作专题研究⑥， 其中已涉及六字真言的时代问题， 可供参考。
鉴于以上问题的存在和研究需要， 本文通过梳理六字真言的历史演变， 为进一步认

识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的创作年代提供依据， 对该问题作一专题研究， 以还历史真实

面貌， 并求教于方家。

一、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

据统计， 敦煌石窟所见六字真言题识共 １２ 例，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１􀆰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共存有 ４ 例六字真言题识， 具体介绍如下：
该窟前室南壁通往东南侧室的通道口上方， 有墨书梵、 藏、 回鹘、 汉文六字真言

“唵麻弥把密吽”⑦。 前室北壁通往东北侧室的通道口上方， 有墨书 “寂静空” “禅” 以

及梵文、 回鹘文、 藏文、 汉文 “唵麻尼把密吽” 六字真言以及汉文 “诸行无常， 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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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法， 生灭灭已， 寂灭为乐” 的无常偈①。 前室西壁有回鹘文 “六字真言”②。 后室东

壁甬道口上方书梵文六字真言一排 （图 １）， 该梵文字体为兰札体。 梵文六字之间间以

花枝填充。 在门南北两侧有用白灰粉刷的表面上书写有长篇回鹘文， 现多已模糊③。

图 １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

　 　 ２􀆰 莫高窟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

该窟主室前部顶毁， 后部有中心龛柱， 中心柱东向面开一龛， 龛顶绘六字真言莲

花， 残， 现存 ２ 组 （图 ２）； 从现状分析， 原应有 ６ 组。 环绕中心龛柱的通道南、 北、
西三面的顶部， 皆绘与龛顶完全相同的六字真言莲花， 三面顶各 ５ 组共计 １５ 组六字真

言 （图 ３）。④ 每组莲花六朵莲瓣上分别书写梵文六字真言， 莲心为梵文种子字。 每朵

莲花周围、 相互之间以立体式缠枝环绕。 该梵文字体为兰札体。

　 　 图 ２　 莫高窟第 ９５ 窟龛顶六字真言莲花 图 ３　 莫高窟第 ９５ 窟中心龛柱

通道顶六字真言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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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六字真言碣》 六体文字六字真言

该碑现藏敦煌研究院， 立于元顺帝至正八年 （１３４８）， 碑上方横书正楷 “莫高窟”
三字， 中央阴刻一四臂观音坐像。 在其上方及左右方分别刻有汉、 藏、 梵、 回鹘、 西

夏、 八思巴六种文字的六字真言。 在六字真言外围有诸多题字， 主要包括功德主、 写刻

者等。 右题 “维大元至正八年岁次戊子五月十五日守朗立”①。
４􀆰 莫高窟第 ４６５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后二室组成， 主室和前室均为覆斗形顶， 主室设中心圆坛。 在该窟前室东

壁北侧墨书汉文 “唵麻尼八弥吽” 一行②。
５􀆰 莫高窟北区 Ｂ１２６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前室西壁上部有朱红书写的梵文、 回鹘文、 藏文、
汉文六字真言； 北壁有朱红书写的汉文 “无观世音” 四字； 顶部从南向北朱书汉文：
“佛、 法、 僧” 三字③。

６􀆰 莫高窟北区 Ｂ１３３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后室西壁中部有梵文、 八思巴文、 藏文和汉文六字

真言， 似朱书， 现已褪色④。
７􀆰 莫高窟北区 Ｂ１３４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由前室、 甬道和后室组成。 后室西壁有回鹘文、 梵文朱红题记， 梵文为六字

真言⑤。
８􀆰 莫高窟北区 Ｂ２１７ 窟六字真言题识

该窟窟顶为南北向脊的人字披顶， 西披书写有朱红色的汉文和回鹘 “唵嘛尼八咪

吽” 六字真言⑥。
９􀆰 莫高窟北区未编号洞窟所见六字真言题识

通过实地调查， 其位于第 ４６５ 窟右上角的一个小龛。 该窟已全部塌毁， 仅存一壁

面， 上墨书梵文、 回鹘文和藏文六字真言， 下绘一朱红色藏式佛塔， 二侧分别题写

“见十方佛” 和 “深入禅定” ８ 字， 两侧又墨书汉文、 八思巴文 “唵麻弥把密吽” 六字

真言。 右下书写有朱红色 “诸行无□， 是生灭□， 生灭灭已， 寂灭为□” 的无常偈。
通过上文，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可分为单体梵文和多体文字合璧两种形式。 单体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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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字真言主要绘于洞窟， 是壁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题识

中， 还书写有无常偈语， 亦或是绘有简单的藏式舍利佛塔，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

二、 从佛典看六字真言产生与演变的历史轨迹

探讨六字真言产生和演变的历史轨迹， 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有

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早期与 “六字咒” 相关经典的流传

关于 “六字咒” 的经典在唐代以前就已经开始流行了， 有 《佛说六字咒王经》， 一

卷， 失译附东晋录。 《佛说六字神咒王经》， 一卷， 失译附东晋录。 《六字神咒王经》，
一卷， 失译附梁录。 《六字大陀罗尼咒经》， 一卷， 失译附梁录。

从经典名称看， 以上都与 “六字” 有关。 《佛说六字咒王经》 主要宣说关于观音的

咒语， 主要目的是能够使观世音 “照我身观我身怜悯我故”。 《佛说六字神咒王经》 《六
字神咒王经》 宣说内容同 《佛说六字咒王经》。 《六字大陀罗尼咒经》 并未提及观音，
旨在宣说六字大陀罗尼咒能使众生 “安隐安乐吉祥” 的法力。 从内容来看， 这些 “六
字咒” 经都与观音有关， 就其产生的时间， 应该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就已很流行了。 所

宣扬的都是观音救苦救难、 除恶降魔的怜悯与慈悲， 亦或是咒语的法力， 没有说明

“六” 字与咒语 （并不是六个字）、 观音之间的关系， 也未说明 “六” 的具体含义。 但

至少可以知道， 早在东晋时， 就已经有宣讲观世音慈悲的六字咒经文流传， 这也是

“六字” 与观音产生关系的最早线索①。
隋唐时期流行的 “六字经法”， 明确了 “六字” 与观音的关系。 唐代义净译 《大孔

雀咒王经》 是一部较为成熟的密教经典， 该部经首次将咒语被神化并称之为 “明王”。
然而， 唐密六字咒经与 “六字明王” 正好是观音 “六趣济渡” 宗教功能和咒语形象化

的早期形式。②

又据 《佛祖统纪》 卷四十二引 《独醒志》 所记， 北宋宣和元年 （１１１９） 三月：
　 　 京师大水， 鼋鼍出于院舍， 宫庙危甚。 诏灵素率道士治水， 屡日无验……俄

而， 泗州大圣显于大内， 凝立空中， 旁侍慧岸、 木叉。 上焚香拜祷， 大圣振锡登

城， 诵密语。 顷之， 一白衣裹巾跪于前， 若受诫谕者， 万众咸睹， 疑龙神之化人

也， 既而水退。 诏加僧伽大圣六字师号……③

泗州大圣是观音的化身， 在这里称其为 “六字师”， 显然寓意其为六字观音， 此六

字即是六字真言无疑， 也有以六字真言指代观音之意。 说明到了这一时期六字观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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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比较流行。
（二） 宣说六字真言核心经典的产生与传播

宣说六字真言无上法力的经典， 学术界的共识是来源于 《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以下简称 《宝王经》 ）， 该经典旨在弘传观世音菩萨的无上法力仅仅通过诵持神奇的

六字真言 （经文中称 “六字大明陀罗尼” ） ｏｍ－ｍａｎｉ－ｐａｄｍｅ－ｈūｍ 即得以实现。 从时间

上来看， 该部经典的梵文本大约在 ６－７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①。 吐蕃时期， 西藏地区已经

开始信奉六字真言了， 现存最早的文献是吐蕃占领敦煌时期 （７８６－８４８ 年） 留下的藏

文写本中的六字真言残片， 藏文本 《宝王经》 出现的时间可能最迟也超不过 ９ 世纪初

叶②。 当时， 西藏地区对六字真言的信奉就已存在， １１ 世纪以后， 即从藏传佛教后弘期

开始则广为流行③。 汉文本则是由宋代天息灾 （？ －１０００ 年） 于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

（９８３） 所译， 共四卷。
由此可见， ９－１０ 世纪， 随着藏、 汉文本的译出， 无论是藏区还是汉地， 都成为信

仰观世音菩萨的重要经典依据， 其对六字真言的无上法力的解释与观音身形的描述达到

了标准化。 作为一部宣示法力的经典， 其主要流传的就是六字真言 “唵嘛呢叭咪吽”。
也就是说， 从佛典的角度来看， 六字真言出现的时间应该较早， ６－７ 世纪已经出

现， 到了 ９８３ 年天息灾译出汉文本的 《宝王经》， 应该是六字真言大量出现的另一个标

志性事件。 这一点恰好可以在辽西夏等文物中得到印证。
（三） 辽代六字真言相关经典

有宋一代， 印度僧人天息灾、 施护、 法天等人来到中原， 翻译了大量的密教经典，
使得密教在中原的发展得以恢复和发展， 密教经典的翻译再次兴盛起来。 宋朝处在民族

大融合的高峰期， 与其并存的辽政权深受唐宋密教和经典仪轨的影响。 辽统治者也较为

重视礼遇佛僧， 尤其是辽道宗笃信佛教、 礼佛敬僧、 广建佛塔， 是辽代历史上对佛教最

为虔诚的一位统治者。 辽代华严宗盛行， 密宗、 禅宗、 净土宗和律宗等也有一定的发

展。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显密兼修的 “显密圆通法师” 道敐， 他撰写的华严思想与密

教思想相融合的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对周边其他政权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其

完成于寿昌三年 （１０９７） 以后到辽道宗去世之前即乾统元年 （１１０１） 之间④。 该经内容

包括陀罗尼经咒二十余道， 其中就包括参照 《宝王经》 而辑录的 《观自在菩萨六字大

明心咒》。
辽宁朝阳北塔在辽重熙十三年 （１０４４） 六月十六日重修时， 信徒李加遇等将自家

供养舍利等物以砖函的形式， 重葬于塔的第一层大檐四面， 在每个砖函内均有一块砖上

有墨书舍利瘗埋题记 （图 ４）， 其中即特别强调了 “大乘庄严宝王经六字大明陀罗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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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书写梵文六字真言， 又有对应的汉文六字真言 “麽抳钵讷铭吽”。 功德主分别是周文

恕和张匡干两家人①。 此舍利瘗埋题记中分别包括了 “一切如来心全身舍利宝箧经印陀

罗尼经”、 “法身偈”、 “六字大明陀罗尼”、 《大方广佛华严经》 中的核心内容， 与造

塔、 修塔及舍利瘗埋诸功德密切相关。 题写者一再强调 “舍利不是元物舍利”， 功德观

念浓厚。 其中的梵文和汉文的六字真言是对应的， 其内容来自 《宝王经》。 也就是说到

了 １０４４ 年， 在辽代佛教界， 梵文和汉字六字真言对应出现的情形已经较为常见了， 其

中梵文字体为当时常见的悉昙体。

图 ４　 朝阳北塔辽代重修砖函瘗埋舍利题记

　 　 （四） 西夏六字真言相关经典

西夏统治者尤为重视佛教， 各个宗派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然而密教在西夏发展较

为深远。 西夏境内流行的密教经典主要来自汉传和藏传两个方面。 这些佛经除译自汉文

和藏文外， 还有少量梵文经典等。 其中译自汉文的经典既有唐不空、 义净、 玄奘、 伽梵

达摩等和宋施护、 法天、 法显等人翻译的密教典籍， 也有西夏僧人根据当时流行的密教

经典辑录的 《密咒圆因往生集》。 《密咒圆因往生集》 在格式上直接借鉴了 《显密圆通

成佛心要集》， 还把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以及唐宋时期流行的密教典籍的相应内容

直接运用到了 《密咒圆因往生集》 中。 随着辽、 夏之间的交好，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

集》 在西夏大庆七年 （１２００） 之前就已传入西夏。 随之， 西夏僧人智广、 慧真于大夏

天庆七年 （１２００） 参考和借鉴了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 的相关内容， 结合其他流行

的密教经典， 辑录完成了 《密咒圆因往生集》， 由金刚幢译定完成， 之后成为广为流行

的密教典籍②。 其中根据 《宝王经》 辑录出来的 “六字大明陀罗尼” 就是西夏流行甚

广的密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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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初， 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黑水城地区盗掘了大量文献、 文物， 包括一大

批刻本佛经， 其中有不少关于六字真言的内容。 通过整理黑水城出土西夏汉文刻本佛经

和武威西夏墓出土文献， 发现了为数不少的六字真言。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并辑录

列表梵文六字真言。
１􀆰 俄 ＴＫ１３６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西夏乾祐十六年 （１１８５） 智通施， 卷末有汉、

梵文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捺銘 （二合） 吽” （图 ５）。①

图 ５　 俄 ＴＫ１３６ 《六字大明王功德略》

　 　 ２􀆰 俄 ＴＫ１２ 《佛说转女身经》， 西夏天庆二年 （１１９５） 皇太后罗氏发愿所施， 有六

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铭 （二合） 吽”。②

３􀆰 俄 ＴＫ１０２ 《观自在菩萨六字大明心咒》， 有汉文、 梵文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銘 （二合） 吽”。③

４􀆰 俄 ＴＫ１３７ 《圣六字大明王心咒》， 有汉字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铭

（二合） 吽”。④

５􀆰 俄 ＴＫ１６５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有汉文六字真言， 对音汉字为

“唵麻祢钵口能銘 （二合） 吽”。⑤

６􀆰 俄 ＴＫ２７０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内有 “六字大明真言” 梵文、 汉文

（图 ６）， 对音汉字为 “唵么抳钵讷铭 （二合） 吽”。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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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俄 ＴＫ２７０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
　 　 从上文可知， 西夏时期六字真言广为流行， 较多出现在各类佛典当中， 且梵汉对

应， 其字体为兰扎体。
（五） 小结

六字咒早在东晋南朝时期已经伴随着相关经典的译出而开始出现， 到了吐蕃时期随

着梵文本 《宝王经》 的出现， 在敦煌发现有藏文本的 《宝王经》， 说明六字真言在 ９ 世

纪已经流行， 而 ９８３ 年天息灾译出汉文本 《宝王经》， 应该是六字真言大量出现的标志

性事件和根本经典， 在辽和西夏有较多的历史遗存， 往往是梵汉对应出现， 其中辽塔中

的梵文字体为悉昙体， 而西夏刻本佛经中的梵文字体则为兰札体。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
武威西郊西夏墓出土的西夏木缘塔周身皆书兰扎体梵字经咒。 霍巍先生认为， 兰札体流

行的时间更早， 梵文悉昙体 “到晚唐逐渐被梵文蓝查体和天城体所代替”。① 在莫高窟

第 ７６ 窟八塔变佛画中就有兰札体梵文经咒。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唐卡中也有书写兰札

体梵文的现象。 这足以说明至少在西夏时期， 兰扎体梵文就已经盛行了。 然而， 林光明

先生则认为 “若就中国流传梵字的时间顺序来看……兰扎体则是始于元而盛于明清”，
而 “汉地的兰扎体梵字在元代虽未盛行， 但亦保留很多兰扎体经幢、 石碑等书迹”②。
由此， 后世大多学者将元代定为兰扎体在中国流行的最早年代③。 就上述研究而言， 兰

札体梵字最早出现在元朝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三、 宋辽金夏时期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我们发现受佛教的影响， 信仰佛教的宋辽金西夏人往往把对六字真言的信仰也带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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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中来。
（一） 辽代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在辽代墓葬中也发现了不少六字真言， 其中最为典型的出自宣化辽代壁画墓群①。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 考古工作者先后对该墓群进行了四次发掘， 共发掘古墓

十五座， 其中有九座墓是张氏和韩氏的家族墓， 时间都处在辽代晚期。 在该墓群中除了

精美而丰富的壁画内容外， 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葬具陀罗尼木棺。 这些陀罗尼木棺虽各

有不同程度的毁损， 但根据仅存的陀罗尼经咒依然能够辨识出其中所写的内容。 六字真

言就是这些陀罗尼当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种咒语， 主要题写在棺身左壁或者右壁， 并且皆

有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 现根据墓主卒年时间的先后顺序介绍如下。
１􀆰 宣化 Ｍ１０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墓主张匡正， 卒于辽道宗清宁四年 （１０５８）， 道宗大安九年 （１０９３） 改葬于

此。 出土陀罗尼经咒木棺一具， 木棺之顶部和四壁均书有墨书经咒文， 有汉文和梵文

（图 ７）。 棺身左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共 １１ 行， 其中汉文题名有 “佛说生天陀罗

尼” “佛说转生净土陀罗尼” “五字大明陀罗尼” “六字大明陀罗尼” “满愿陀罗尼”
“授菩提心戒真言” “地质” 等。
　 　 ２􀆰 宣化 Ｍ７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墓主张文藻， 卒于辽道宗咸雍十年 （１０７４）， 道宗大安九年 （１０９３） 改葬于

此。 出土陀罗尼经咒木棺一具， 木棺顶部和四壁均书有墨书经咒文， 有汉文和梵文。 其

中木棺右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经咒 （图 ８）， 共存 １１ 行， 汉文题名分别是 “佛说生天

陀罗尼” “佛说转生净土陀罗尼” “五字大明陀罗尼” “六字大明陀罗尼” “满愿陀罗

尼” “授菩提心戒真曰……” 等。

图 ７　 宣化 １０ 号墓木棺 图 ８　 辽代宣化 Ｍ７ 木棺右壁

墨书梵、 汉文经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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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宣化 Ｍ３ 木棺上的六字真言

该墓属于夫妻合葬墓， 其墓主张世本， 卒于辽道宗大安四年 （１０８８）， 道宗大安九

年 （１０９３） 改葬于此， 其妻焦氏孀居多年后卒于金皇统三年 （ １１４３）， 皇统四年

（１１４４） 改葬于此。 出土的陀罗尼经咒木棺保存较完整。 木棺右壁墨书汉文题名和梵文

经咒 １１ 行， 汉文题名分别是 “佛上生天陀罗尼” “六字大明陀罗尼” “五字大明陀罗

尼” “转生净土陀罗尼” “观音菩萨满愿陀罗尼” “授菩提心戒真言……” 等。
４􀆰 宣化 Ｍ１ 木棺的六字真言

该墓中木棺已腐朽， 仅存棺板 ７ 块， ５ 块在棺壁上墨书梵文陀罗尼经咒， 其中一块

棺板包括三个智炬咒和六字大明咒， 其余各块经文内容大同小异。
由上可知， 在辽代晚期， 六字真言已被广泛地运用于世俗墓葬。 从名称上看， 汉文

都写作 “六字大明陀罗尼”， 这与 《宝王经》 中记载的名称相一致。 从佛教功能上看，
运用在墓葬中， 正与 《宝王经》 中宣说的超度亡灵免受六道轮回之苦的夙愿相吻合。
从字体形式上看， 这些陀罗尼皆由悉昙体 （Ｓｉｄｄｈａｍ） 书写而成①。

（二） 西夏墓葬中的六字真言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 在甘肃武威西郊附近先后发现了 ７ 座西夏墓葬， 出土了木缘

塔、 木棺、 木版画等一批重要文物， 有一定数量的陀罗尼经咒， 就包括梵文、 汉文六字

真言。 现将具体情况介绍如下：
１􀆰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 １ 号墓出土木缘塔 １ 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缘塔为松木质， 高 ４３ 厘米， 底径 ２９ 厘米。 塔座缺， 塔身由六角形木版组成，
表面用蓝色打底， 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 用卯榫和木楔固定。 塔顶残缺不全， 六角形顶

盖， 木板上有墨书题记： “彭城刘庆寿母李氏顺桥， 殖大夏天庆元年 （１１９４） 正月卅日

身殁， 夫刘仲达讫”。 最后还有一行梵文六字真言②。 塔顶分两层， 上面画红、 白色云

纹图案； 顶呈垛形， 用白底蓝边黑线勾画线条。 塔身底色及咒语剥落严重， 顶残缺不

全， 塔身为两截， 底缺。
２􀆰 武威西郊林场西夏 １ 号墓出土木缘塔 ２ 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缘塔为松木质， 仅存塔身木版六块、 塔座和一块墨书汉文塔盖。 塔身表面用蓝

色打底， 用黄色书写梵文咒语。 木缘塔内制六边形盖子上墨书汉文： “故亡考任西路经

略司兼安排官□两处都案刘仲达灵匣， 时大夏天庆八年 （１２０２） 岁次辛酉仲春二十三

日百五侵晨葬讫， 长男刘元秀请记”。 最后还有一行梵文六字真言③。
３􀆰 武威西郊十字路口西夏墓梯形小木棺所见六字真言题记

该木棺左帮墨绘五男仕， 立姿， 面均向左。 内侧刻画西夏文六字， 前两字不清，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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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字汉译为 “九年四月”。 右帮残存墨绘两仕女半身像， 面朝左。 前案头呈梯形， 正面

书写汉字真言 “唵没隆唵嘛弥”。① 其中后三字为六字真言的一部分。
４􀆰 武威城区乡镇企业局家属楼西夏墓六字真言经咒

该墓出土有多件随葬品， 其中 １ 件墨书木牌位， 上有墨书题记， 从左至右分别是：
“长男唐吉祥， 次男□□” “亡过弟子唐奴见” “天庆辛酉八年 （１２０２） 正月□□”； ５
件墨书佛教经咒， 分别用汉文正楷书写 “□麻你钵名□” “□□□没莎诃” 和 “□□□
药师留梨光佛” “□□□本师释迦牟尼佛” 等， 立于墓室周围。②

武威西夏墓出土六字真言文献包括梵文和汉文两种， 大多有明确的纪年题记， 时间

处于西夏中晚期， 与前文西夏刻本佛经中六字真言产生的时间相一致。
（三） 宋金墓葬中的梵字真言

图 ９　 白沙宋墓 １ 号墓主人

　 　 在宋金时期墓葬壁画中， 出现了一些文字

难以辨识的书屏， 如有河南禹县白沙 １ 号宋墓

前室西壁的墓主夫妇 “开芳宴” 壁画屏风上

的文字 （图 ９）③， 白沙 ２ 号宋墓墓室西南壁的

墓主夫妇 “开芳宴” 画面中书屏墨书文字④，
河南登封箭沟宋墓东壁壁画上的文字⑤， 登封

黑山沟宋墓西南壁壁画屏风上的文字⑥， 考古

报告均称其字迹潦草不可辨识， 多以 “行草”
书法称之。 但据李清泉的研究， 认为这类现象

的频频出现， 推测这些绝大多数通篇无法辨读

的书屏文字符号， 模仿的应该是一种当时一般

人熟而不识但形似草书的佛教专用文字———悉

昙体梵文， 这些看似草书的难以辨识的书屏文字， 更多的可能是些似是而非的 “梵
字” ———不识梵字的画工用以表示屏内文字是一段不可以言传意会的梵文经咒⑦。 并认

为其出现的原因和功用 “无外乎因为时人相信， 这类梵文经咒， 其神秘的形式本身就

具有一种秘密而强大的法力， 尤其具有破地狱和救助死者转生净土的特殊功效。”⑧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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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墓葬壁画中， 其使用功能可得到 １９９１ 年发现的内蒙古敖汉旗喇嘛

沟辽墓墓室北壁、 西北壁、 东北壁以及东、 西两壁等处墨书长短不一的梵文经咒的佐

证， 在该墓顶北侧还遗有汉字题记一行： “真言梵字触尸骨， 亡者即生净土中； 见佛闻

法亲授记， 速证无上大菩提！”① 李清泉观察指出， 此题记的书写， 表明 “当时对佛教

经教的崇拜， 已发展到迷信梵语文字本身的程度。”②

若按李清泉的研究， 结合宣化辽墓、 武威西夏墓葬中频繁出现的梵文六字真言题

识， 考虑到六字真言的破地狱与度亡功能， 以上这些墓葬壁画中的梵字文字， 设计者和

绘画书写者最初即书有梵字六字真言的可能性极大。
（四） 小结

佛教六字真言信仰在宋辽金西夏时期已经深入到时人的生死墓葬中， 旨在通过在墓

葬中书写梵文六字真言， 表现 “真言梵字触尸骨， 亡者即生净土中； 见佛闻法亲授记，
速证无上大菩提” 的基本信仰。 其梵文有悉昙体， 有兰札体， 也有梵汉对照的形式。
从墓葬出土可证， 这一时期六字真言信仰已较为普遍。 通过这些重要墓葬六字真言文字

资料可知， 独立的六字真言信仰与崇拜在宋辽金夏时期颇为流行。 因此， 杨富学认为

“六字真言信仰固然出现较早， 但从经典中被剥离出来作为独立的崇拜对象， 乃至在中

原及周边地区流行， 那已是忽必烈建立元朝以后之事了， 更勿论兰札体兴起于元代这一

标志性因素。”③ 显然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没有说服力。

四、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年代辨析

敦煌石窟今存有较多的六字真言题识， 形式不一， 内容丰富， 最早产生于什么时

代？ 是现今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由前文的梳理可知， 六字真言信仰出现的时间颇早， 而梵文六字真言在辽、 西夏时

期已经颇为流行， 广泛出现在墓葬和写经刻经中。 由上可知， 梵汉对照的六字真言在辽

和西夏佛教界已较多见到， 单体梵文六字真言在辽墓和西夏墓葬中也有出现， 而多体文

字合璧六字真言则在元代相当流行。
有了以上宋辽金西夏时期丰富的六字真言实物资料， 对我们推断敦煌石窟六字真言

的题写时代有重要参考价值。 至少， 现在看来认为六字真言最早出现在元代之说实难成

立， 严重不合历史事实。
（一）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六字真言题识

第 ４６４ 窟后室壁画的创作年代， 一直是敦煌石窟分期断代的热点话题， 主要有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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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观点。 早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张大千通过考察， 提出该窟为 “西夏、 回鹘修”①。
敦煌研究院整理的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认为该窟是 “西夏窟 （元重修） ”②。 梁尉英

指出该窟为 “西夏洞窟”③。 谢继胜通过后室壁画艺术风格的考察， 进一步将其确定为

“西夏窟”④。 除了上述学者提出的西夏说以外， 新近杨富学提出元代说⑤。
因此， 目前学界对于第 ４６４ 窟后室壁画的创作时代有西夏说和元代说两种。 就西夏

说而言， 谢继胜认为，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窟顶藻井中央大日如来像的藏传绘画风格是

西夏时期常见的艺术风格， 画面整体风格与宁夏贺兰山山嘴沟西夏壁画较为接近。
杨富学除了反驳谢继胜上述看法的同时， 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能够直接否定西夏说

的观点，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后室东壁甬道顶部书有梵文六字真言， 读作： ｏｍ ｍａｎｉ
ｐａｄｍｅ ｈūｍ （唵嘛尼把密吽， 又见于前室南北二壁）， 与壁画浑然一体， 属于同一时代

之物。 它的存在直接否定了西夏说。”⑥ 因此， 将第 ４６４ 窟后室断定为元代早期洞窟。
但据我们的研究知， 六字真言在西夏统治敦煌地区的时候就已经相当流行了。 从书

写形式上看， 该窟后室东壁门上方六字真言与西夏刻本佛经的书写方式一致， 同为兰札

体， 不同于其他较晚的敦煌石窟多体六字真言。 因此， 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门上方的六字

真言与西夏刻本佛经、 西夏墓葬中的六字真言属于同一时期， 即西夏中晚期。
除此之外， 第 ４６４ 窟后室壁画内容中还有较多的西夏元素， 如南壁上师像， 与榆林

窟第 ２９ 窟的上师像较相似， 但不同于其他观音化现的场景。 该铺图像绘有四个人物，
中间是绘一上师， 戴莲花帽， 右袒袈裟， 跏趺坐， 无头光。 身后立三人， 其一为身着袈

裟的僧人， 另有男、 女侍从各一位。 男侍与僧人立于右侧， 交谈状， 男侍手持伞盖。 女

侍立于左侧， 手持一团扇， 面向上师。
在这一图像中， 除了上师像是西夏时期流行的形象以外， 还有其他西夏流行的形

象。 从发式上看， 男、 女侍的发式是典型的西夏辫发。 根据现有的史料， 西夏辫发男女

皆适用。 有繁简和对称、 非对称之别。 一般是面额两鬓有梳者， 脑后中间或左右均有留

者⑦。 该男、 女侍从后面是否有辫发并不明显， 但从前面看， 面额、 两鬓有梳下的头

发， 呈不对称状。 这一发式我们还可以在黑水城出土帛画中看到⑧， 属于西夏典型的男

女侍从发式。 从服饰上看， 男侍身着长袍， 系腰带， 齐领， 宽袖， 下着长裤， 赤脚； 女

侍亦着长袍， 齐领， 窄袖， 右肩有一装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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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夏男子服饰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配饰， 即腰带。 西夏文本 《碎金》 记载， “头
戴云冠美， 身服腰带缠”①， 这足以说明腰带在西夏服饰中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 同样，
我们在榆林窟第 ２９ 窟中的男供养人像、 武威西夏墓出土木版画中的男仕都有相类似的

腰带。 西夏服饰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即窄袖， 与其本身的游牧民族特色息息相关。 该

女侍即为窄袖， 其右肩上装饰物与武威西夏墓出土的木版画中相似， 不过是在男仕左

肩上。
最近敦煌研究院与英国牛津大学联合进行莫高窟部分洞窟的 Ｃ１４ 年代测定， 其中

在第 ４６５ 窟前后室多处采样测年数据显示其为西夏时期②。 第 ４６５ 窟与第 ４６４ 窟关系密

切， 按谢继胜观点， 二者是同一时期的洞窟， 因此此科学测年数据同样对我们推断第

４６４ 窟为西夏时期洞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综上可知， 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室东壁门上方的梵文六字真言与洞窟内壁画浑然一

体， 南壁上师画像有很强烈的西夏色彩， 加之谢继胜对该窟后室其他壁画风格的分析，
足以说明该窟后室壁画创作于西夏时期。 其中东壁门上的兰札体梵文六字真言属于西夏

时期作品， 也可以得到有明确纪年的武威西夏墓葬木缘塔 （天庆元年， １１９４ 年； 天庆

八年， １２０２ 年）、 黑水城西夏刻本佛经 （乾祐十六年， １１８５ 年） 中出现的同类六字真

言的佐证。
（二） 莫高窟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

第 ９５ 窟 （图 １０） 一直被学界认为是元代窟③， 但最近有学者指出该窟为西夏窟，
并认为该窟 “中心龛柱内顶部的六字真言莲花为西夏绘画， 通道顶部团花图案是元代

重绘。”④ 然而， 六字真言及观音种子字本就在西夏时期相当流行， 该窟六字真言莲花

图案中央的种子字 在黑水城出土的西夏佛经文献中较为常见， 如在俄 ＴＫ２７１ 《密咒

圆因往生集》 中有 “阿弥陀佛一字咒” 即 “ ”⑤， 该经被认为是西夏天庆七年

（１２００） 的作品⑥； 另， 俄 ＴＫ１６４ 十一面观音版画主尊下即有一种子字 “ ”⑦； 俄

ＴＫ１６４ 《御制后序发愿文》 背面有持经者所手写的种子字 “ ”⑧。 据沈卫荣研究，
ＴＫ１６４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可能直接译自梵文原典⑨。 此发愿文是仁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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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孝所制， 时间在天盛元年， 有西夏文本， 也有汉文本①。 在宁夏灵武横山乡石坝村的

发现的一件西夏银合上也有这样的种子字 。 所以杨富学把东千佛洞第 ２ 窟出现的二处

梵文种字字归为元代标志性因素②， 现在看来均无法成立。 西夏版画中的佛菩萨像下常

有相应的种子字出现， 以 ＴＫ１６４ 《圣观自在大悲心总持功能依经录》 《胜相顶尊总持功

能依经录》 四幅版画为代表③， 属于仁宗仁孝时期作品， 每幅画面的主尊下面均有兰札

体梵字种子字。

图 １０　 莫高窟第 ９５ 窟中心龛柱

　 　 元代大力推崇藏传佛教， 也有六字真言与种子字同时出现的情况， 如在河南浚县大

伾山天宁寺大佛楼北石壁， 有至元六年 （１３４０） 横题朱书梵文六字真言， 上方有一观

音菩萨种子字 ； 浮丘山千佛寺石刻上方石壁亦有梵文六字真言题刻， 上方也有同样的

种子字④。 可见此类种子字在西夏元均有流行。
从佛教意义上看， 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团花中央的种子字既可以看作是现世的观世音

菩萨， 也可以看作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 第 ９５ 窟主室中心龛柱东向面内塑六臂

观音， 跏趺坐于莲花宝座之上， 左右第一手结印， 左右二、 三手中似持物， 现已不存，
无法辨认， 后有头光和身光。

关于六臂观音， 《大正藏》 图像册 《图像六·白宝口抄》 卷 ４９ 有所记载， 其中

“六字经法·名字事” 中记载了 “六字经法” 与观音的关系：
　 　 口云： 六字者……六观音名字也， 是以六观音为本尊故也。

六字经验记： 六字者， 观自在菩萨异名， 所谓六字者， 一大慈观自在菩萨，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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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悲观自在菩萨， 三师子无畏观自在菩萨， 四师子丈夫观自在菩萨， 五大光布施观

自在菩萨， 六大梵观自在菩萨。 六观音种子之六字变成六观音。
由此可见， 第 ９５ 窟中心龛柱六臂观音造像也许正是观音 “六趣济度” 的宗教功能

的集中体现。 这也与最先流行的 “六字咒” 有着密切的关系， 而且六字观音是六个观

音， “六字咒” 是这六个观音的种子字， 并且也可以变现成一个六臂的独立造型， 被称

之为 “六字明王” 或 “六字天”。 无论如何， 六臂观音造型经过了一个演变、 发展的过

程， 并且其与六字真言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也恰好符合该窟佛教造像与六字真言莲花

之间的组合关系， 同时也与龛二侧的水月观音相搭配， 整窟观音主体信仰与思想是明

确的。
所以整体上而言第 ９５ 窟强烈的观音信仰， 龛内主尊六臂观音与龛两侧的水月观音，

加上龛顶与通道顶上的六字真言与观音种子字， 可以认为这是一处观音的道场， 对称的

水月观音也正是西夏的榆林窟第 ２ 窟、 东千佛洞第 ２ 窟、 东千佛洞第 ５ 窟的布局方式，
结合常红红对东千佛洞第 ２ 窟和第 ５ 窟的研究①， 西夏时期双水月观音在洞窟中的出

现， 和洞窟度亡功能密切相关， 而这正是六字真言的核心大用， 与辽墓、 西夏墓葬中书

写六字真言的意图完全一致。
因此， 总体观察， 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的时代应为西夏时期。
这一断代也可得到有关该窟地仗层研究的佐证， 于宗仁在研究敦煌元代洞窟壁画地

仗层材料与工艺时， 按之前的传统观点， 把第 ９５ 窟也列入元代洞窟采样， 结果发现

“第 ９５ 窟地仗细泥层工艺一种细腻， 一种粗糙， 存在很大差别， 同时， 两种形式的地

仗材料在莫高窟都是非常少见的但同时出现在莫高窟第 ９５ 窟中， 这说明窟壁画的材料

和工艺是非常特殊的。”②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区别， 显然是时代判断出了问题。 需要说

明的是， 如前王胜泽的研究， 第 ９５ 窟中心柱通道两壁所画罗汉像的时代应该晚到元或

更晚， 但顶上的六字真言莲花应该和龛顶相一致， 均为西夏时期。
同样据敦煌研究院和牛津大学合作的 Ｃ１４ 测年， 第 ９５ 窟第一期的时间即是西夏时

期段③， 与我们的研究不谋而合。
（三） 敦煌石窟多体文字合璧六字真言

敦煌石窟多种文字六字真言的题识与元代藏传佛教的兴盛和多民族群体共同生活有

直接的联系。 在元代， 随着藏传佛教的盛行， 信仰六字真言的方式与汉地有所不同， 更

加趋于简单， 即正如和藏地流行的方式一样， 随处可见的六字真言题记在各地开始流

行。 为了团结境内各个民族， 使多族人士更加能够迅速的接受藏传佛教， 多体文字六字

真言题识就由此产生了。 除了敦煌石窟， 在河南浚县大伾山、 杭州飞来峰等地也留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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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例的多种文字题写的六字真言。 在书写形式上， 莫高窟北区石窟与河南浚县大伾山梵

文六字真言属于同一种字体， 应属于同一时期， 即元代晚期。
（四） 小结

综上可知， 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最早产生于西夏时期， 主要以莫高窟第 ４６４ 窟后

室东壁门上六字真言题识和第 ９５ 窟六字真言莲花为主。 有元一代， 随着藏传佛教的兴

盛， 多种文字六字真言广泛流传， 作为佛教圣地莫高窟， 以莫高窟北区诸多石窟为例，
皆为元代之遗墨。

结　 语

六字真言的信仰自 ９ 至 １０ 世纪藏、 汉译本 《宝王经》 的出现就已经开始了。 六字

真言首先在藏族中间流传， 是藏区最受尊崇的咒语， 其神奇的法力早就被当地人们认

可。 随着宋代印度僧人天息灾来华， 译出汉文本 《宝王经》， 六字真言信仰与观世音菩

萨救渡六道轮回的思想在汉地逐渐受到信众的接受。 尤其是作为崇尚佛教的辽和西夏民

族政权多次向宋求取大藏经， 而 《宝王经》 作为一部宣扬观世音菩萨法力与神奇的六

字真言的密教经典更是深受欢迎。 因此， 六字真言作为密教咒语逐渐在辽、 西夏境内广

为流传， 尤其是在宋辽金夏墓葬中的流行， 让人耳目一新。 有元一代， 藏传佛教深受元

代统治者的尊崇， 在藏族中最受尊崇的六字真言自然继续广泛流传， 逐渐建立起深厚的

信仰基础。
敦煌石窟现存有较多六字真言题识， 最早产生于西夏时期， 以莫高窟第 ４６４、 ９５ 窟

为代表， 是梵文兰札体字， 到了元代多体字合璧六字真言流行。 将六字真言绘于洞窟

中， 与其宗教功能息息相关， 六字真言作为观世音菩萨咒语， 诵持可得离苦， 往生极

乐， 面见无量佛， 皆为现世人们摆脱苦难生活的一生夙愿， 正是西夏时期观音和净土往

生信仰流行的表现。 因此， 明确敦煌石窟六字真言题识产生的时代， 对我们认识西夏佛

教、 研究敦煌西夏石窟断代和洞窟营建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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